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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约束、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何小钢

(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转型的内生机制,理论研究表

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技术进步的绿色程度越高,越

有利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显著地提高了行业 TFP增长率,同

时降低了行业污染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同时提高产品清洁度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是行业实现绿色可持

续增长转型的内生动力.未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过程中,应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引进

与市场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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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并举的政策以来,实现了长达３０多年的高速经济增

长.然而,同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趋势一样,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能源与其他矿物资源的大量

消耗,增长奇迹的背后是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２０１３年以来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雾霾笼罩就是例

证[１].长期以来,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环境承载能力持续下降和环境成本急剧上

升,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２],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重要问

题: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问题? 如果能源与环境约束

下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市场主体各自最优化的分散决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 能

源约束与偏向于更少使用能源的技术进步在长期均衡增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一系列问题的答

案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其具体路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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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著名经济学家 Meadows在«增长的极限»中就曾提出,技术进步在经济与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３].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技术进步速度足够快,资源稀缺

不会制约经济增长,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现.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

外生假定不同,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来研究技术进步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已有文献中,将能源、技术研发、质量改进及市场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内生增长模型较少.GriＧ
maud和Rouge(２００３)构建了包含不可再生能源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在中间产品生产中考虑了熊

彼特创新,但是并未考虑技术进步的偏向性问题[４].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不断凸显,近年来

环境经济与政策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将技术进步与环境质

量、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偏向能源节约与清洁生产的技术进步的概念,即绿色技

术创新[５][６].Acemoglu等(２０１２)指出,污染投入与清洁投入的替代率对均衡的长期特征与最优政策

具有较大影响[６].这些文献为我们将技术进步与环境质量、经济增长融合提供了基本的洞见.
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将技术进步与节能减排、经济的内生增长(转

型)联系起来,但是,技术进步与环境质量、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分析框架.基于已

有研究,并克服上述局限,本文从偏向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进步出发,通过解析能源偏向

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中的贡献,揭示能源偏向型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内

生机制,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绿色发展提供新观点和新思路.进一步地,本文对绿色技

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具体效应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检验,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提供

了初步的实证证据.

二、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增长:理论机制

Grossman和 Helpman(１９９１)以产品质量改进研发为出发点提出了质量提升型内生经济增长模

型[７],该模型随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８].我们基于上述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纳入并

拓展Popp(２００２)、Acemoglu等(２０１２)等关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概念[５][６],在生产函数中引入能源资

源要素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清洁程度),通过构建包含新产品研发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内

生增长模型,演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节能减排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导出绿色技术创新导致经

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模型.与拉姆齐－索罗模型的分析方法一致,假设时间为连续的.假设经济体

中包含以下三类行为:(１)最终产品生产者通过雇佣劳动、使用能源资源投入和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

品 Y.(２)企业的研发部门将资源用于研发新的中间产品或对现有产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型的质量

改进,一旦研发出新的中间产品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改进了产品质量,则企业可以选择任意价格来销

售此类产品.但是,如果其他企业在原企业的基础上,对此类产品进行了新的绿色创新型改进,那么

原企业将丧失对此类产品的垄断权,新的创新者获得垄断权力.因而,一项成功的产品研发或绿色创

新型的质量改进会使先前研发者的利润流中断.企业在考虑研发投入量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企业所

获取的利润流大小,同时还必须考虑垄断力量持续的时间.(３)消费者在满足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最
大化自身效用.

(一)最终产品生产者行为

假设企业i的生产函数为:Yi＝AR１－α
i ∑

N

j＝１
(Xij)α(为简化起见,此处省略下标t).式中,Yi 是企业i

的最终产出,A为外生的生产环境,包括生产的技术环境和政策环境,Ri 是企业i的能源资源投入量,

Xij是经过绿色创新型质量调整后的第j种中间产品的投入量,且０＜α＜１.N 表示所包含的最高质

量的数目(梯级),显然对于给定的 N,该生产函数满足所有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性质.为使问题简化,
我们不考虑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将人口规模标准化为１.

假设企业i对各类中间产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型的质量改进,且绿色创新型质量改进的程度与

常数q＞１成比例,一个进行了绿色创新型质量改进的第j种中间产品的质量为qcj(c为清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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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质量为qcj的第j种中间产品,最终生产部门i的投入量为Xij＝qcjXicj
.为了计算简便,我们将Xicj

视为非耐用的商品与服务.因此,相应的生产函数为:

Yi＝AR１－α
i ∑

N

j＝１
(qcjXicj

)α (１)

企业i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且企业i的利润为:

πi＝Yi－sRi－∑
N

j＝１
PcjXicj

(２)

其中,s是能源资源价格,Pcj
是第j种中间产品(具有)绿色创新型质量的价格.假定最终产品市

场满足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在此条件下,企业i利润最大化应满足的一阶条件为:

∂πi/∂Xicj＝αAR１－α
i qαcjXα－１

icj －Pcj＝０ (３)

∂πi/∂Ri＝(１－α)AR－α
i ∑

N

j＝１
(qcjXicj

)α－s＝０ (４)

即此时企业i对第j种中间产品的需求量和能源资源价格为:

Xicj＝Ri Aαqαcj/Pcj[ ]１/(１－α) (５)
如果此时假设生产最终产品Y的生产者之间不存在异质性,那么,整个经济中对第j种中间产品

的需求量Xcj
可由式(５)求和得到,即:

Xcj＝∑
N

i＝１
Xicj＝R Aαqαcj/Pcj[ ]１/(１－α) (６)

(二)研发部门

企业i的研发部门面临如下两步决策:第一,决定是否投入资源来研发新产品或进行绿色技术创

新以改进现有中间产品的质量;第二,研发部门需要将新产品或具有绿色技术的高质量产品销售给最

终产品部门,他们如何给它定价? 因为最终定价会影响到每个时刻企业利润流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

业利润现值,并对研发决策产生直接影响.以下,我们从后往前对模型进行求解.
首先,考虑第二阶段:新产品研发或绿色技术创新导致质量改进后的定价、利润和生产决策.若

在部门j中,研发部门研发出新产品,或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将现有产品的质量提升到qcj,则研发部

门在各时点所获得的收入为PcjXicj
,假设产出的边际成本为ψ单位的 Y,因此研发部门在各个时刻所

能获得的利润流为:πcj＝ Pcj－ψ( )Xicj
(７)

企业研发部门的目标是最大化其垄断时期内全部利润总和.当市场利率为r(t)时,研发部门垄断

利润现值为:Vcj＝∫Tcj０ πcj(v)e－r(v)vdv,其中 Tcj
表示第j种中间产品达到绿色创新型质量qcj的持续时

间(垄断持续时间).因此,最优垄断价格为:

Pcj(v)＝P＝ψ/α (８)
式(８)表明,垄断价格是恒定不变的,且对所有中间产品j而言都是相同的,并且由于０＜α＜１,垄

断价格高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ψ.为简化计算,不失一般性,我们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

价格ψ设定为１,则此时P＝１/α.那么,将P代入式(５)、(６)、(７)得到:

Xicj＝Ri(A)１/(１－α)α２/(１－α)qαcj/(１－α) (９a)

Xcj＝R(A)１/(１－α)α２/(１－α)qαcj/(１－α) (９b)

πcj＝(１/α－１)R(Aα２)１/(１－α)qαcj/(１－α) (９c)
则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出为:

Y＝∑
N

i＝１
Yi＝RA１/(１－α)α２α/(１－α)∑

N

j＝１
qαcj/(１－α) (１０)

对式(９b)进行加总可得整个社会中间产品总量为:

X＝∑
N

j＝１
Xcj＝RA１/(１－α)α２/(１－α)∑

N

j＝１
qαcj/(１－α) (１１)

其次,考虑第一阶段:进行新产品研发或绿色技术创新型质量改进.第一步,进行产品的绿色创

新改进.假设研发部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将产品质量进行改进成功的概率pcj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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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j＝λ
Zcj

PjXcj

(１２)

其中,λ为企业绿色研发成功的概率系数,Zcj
为将第j种中间产品绿色质量提升的投入成本,

PjXcj
为将绿色质量提升后绿色技术创新成功者所能获得的收益.式(１２)表明,绿色质量改进成功的

概率与中间产品收益中用于提升产品绿色质量的研发投入比例成正比.进一步地,我们假定在单位

时间内绿色质量提升成功的次数服从泊松分布,则期望利润现值为:E[Vcj
]＝∫∞

０πcje
－r(t)te－pcj＋１tdt,

并且,假设市场利率在整个垄断时期内保持不变,则:

E[Vcj
]＝∫∞

０πcje
－r(t)te－pcj＋１tdt＝

πcj

r＋pcj＋１
(１３)

因此,成功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提升了产品绿色质量的研发部门每单位时间所能获得的期望收

益现值为:pcjE[Vcj
].若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在此条件下,必有期望收益现值与该部门

的研发投入成本相等,即:

Zcj＝pcjE[Vcj
]＝λ

Zcj
πcj

PjXcj
(r＋pcj＋１)

(１４)

把式(９b)、(９c)代入上式,整理得:

r＋pcj＋１＝r＋p＝λ(１－α) (１５)
由于假定市场利率r在整个垄断时期内保持不变,因此,p也是恒定不变的,而且对各企业研发

部门而言,单位时间研发成功的概率是相同的.因此:

Zcj＝λ－１pPjXcj＝λ－１p(１/α)Xcj＝λ－１A１/(１－α)α
１＋α
１－αpRqαcj/(１－α) (１６)

由式(１６)可知,对于绿色质量等级不同的部门而言,单位时间所需的投入成本是不同的,并且越

先进的部门需要投入越多研发努力.整个社会进行绿色质量提升的研发总投入为:

ZG＝∑
N

j＝１
Zcj＝λ－１A１/(１－α)α

１＋α
１－αpRNG

－ (１７)

p是恒定的,因此,ZG 是RNG
－
的线性函数.这说明,整个社会对绿色研发的总投入与其平均绿

色技术创新(质量)水平G
－
是成正比的:平均绿色技术创新现有水平越高,对后续绿色研发的投入将越

多,一国的绿色创新活动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和自增强效应.
第二步,进行新的绿色产品研发.假设整个社会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总投入(记为ZN)是用于进行

产品绿色质量改进的研发总投入的θ倍,即:

ZN＝θZG＝θλ－１A１/(１－α)α
１＋α
１－αpRNG

－ (１８)

ZN 与社会产品的平均绿色质量水平 G
－

成正比,表明平均绿色创新水平越高的国家进行新的绿

色产品研发的投入意愿越大,新的绿色产品研发投入水平越高.
在上述条件下,研发部门进行新产品研发的投入成本(Zj)和整个社会的研发总投入(ZT)分别为:

Zj＝θλ－１A１/(１－α)α
１＋α
１－αpRG

－ (１９)

ZT＝ZN＋ZQ＝(１＋θ)λ－１A１/(１－α)α
１＋α
１－αpRNG

－ (２０)
同样假设新产品研发出来后,绿色创新产品的发明者对该产品的垄断权仅能维持到另一创新者

对此产品进行绿色质量改进成功时,因而绿色新产品发明者的期望利润现值为E[V０].若单位时间

内绿色新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为p０,则绿色新产品研发者单位时间的期望收益为p０E[V０].在绿色

新产品技术创新市场可以自由进入的条件下,必然有绿色新产品研发的投入成本等于其期望收益现

值,即:Zj＝p０E[V０],因此可得下式:

p０＝θpG
－ (２１)

式(２１)表明:(１)绿色新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与社会产品的平均绿色质量水平成正比,绿色新产

品研发成功的概率与进行绿色新产品研发总投入占产品绿色质量改进研发总投入的比例θ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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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新产品研发成功的概率与产品绿色质量改进的成功概率成正比.这是符合直觉的,也能够得

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研究发现,主要的绿色研发投资和前沿性的绿色创新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

国家的绿色创新则以绿色技术引进与适应性研发为主,真正的新的绿色技术很少[９].
(三)绿色研发与经济增长

接下来,本文简要分析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在无限期的情况下最大化其效用:

maxU＝∫∞
０u(c)e－ρtdt (２２)

假设人口数量L单位化为１,家庭的财富水平为a,且消费者获得的资产收益率为r,社会工资率

为 w,c为家庭平均消费支出.这样,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da/dt＝w＋ra－c (２３)

若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为常跨期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即:u(c)＝
c１－σ－１
１－σ

,其中１/σ为跨期替代

弹性.简单计算可得消费者行为满足Euler方程:

C

/C＝(１/σ)(r－ρ) (２４)
整个经济的资源约束为:Y＝C＋X＋Z,即在任何时点,社会的最终产出被完全的用于消费、生产

中间产品及进行研发投入.X、Y、Z均为 RNG
－
的线性函数,这样 C亦为 RNG

－
的线性函数,即 X、Y、

Z、C的增长率同 NG
－
的增长率是相等的,即有:

X

/X＝Y


/Y＝Z


/Z＝C


/C＝NG

－


/NG
－ (２５)

在稳态时,各经济变量X、Y、Z、C的增长率均为:γ＝C

/C＝(１/σ)(r－ρ)

由于式中r是由p决定的,而此时p是内生的,因此需要继续分析 NG
－
的行为,以得到最终的经

济增长率.单位时间 NG
－
的预期变化来源于两部分:产品种类扩大和绿色质量改进.依照上文,对于

绿色质量创新,单位时间发生创新的概率为p;类似地,对于新产品研发,单位时间发生的概率为p０＝

θpG
－,那么单位时间 NG

－
的预期变化为:

E Δ NG
－

( )[ ] ＝∑
N

j＝１
p０＋∑

N

j＝１
p qcjα/(１－α)－q(cj－１)α/(１－α)

[ ] ＝p１＋θ－qα/(α－１)
( )NG

－

预期变化比率为:E
Δ NG

－
( )

NG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pθ＋ １－qα/(α－１)

( )[ ] .

当 N很大时,可将 NQ
－
视为可微的,有:

NG
－



/NG
－
＝p１＋θ－qα/(α－１)

( ) (２６)
结合式(２４)、(２５)有:
(１/σ)r－ρ( ) ＝p１＋θ－qα/(α－１)

( ) (２７)
式(２７)与式(１５)联立可得:

γ＝
λ １－α( ) －ρ

１＋σ１＋θ－qα/(α－１)
[ ]

１＋θ－qα/(α－１)
[ ] (２８)

至此,我们得到完整的包含新产品研发与绿色偏向型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将技术内

生化,有效解释了外生技术进步的来源问题,并且推导出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由式

(２５)和式(２８)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１:新产品增加和产品质量偏向更加清洁型的绿色技术创新改进程度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而且,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偏向型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系数λ及其相应产品的研发投入比例均

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四)绿色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

为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偏向性与节能减排的关系,我们假设二氧化碳排放仅来自于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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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过程.生产不同中间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不同的,企业i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受企业i的

能源排放系数、绿色技术水平、技术偏向性(清洁程度)和中间产品数量的影响,由此,企业排放的二氧

化碳量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Ei＝ξi∑
N

j＝１
q－cjXicj

(２９)

其中,Ei 表示企业i的二氧化碳排放量,ξi 表示企业i的能源排放系数,它与企业i的能源使用结

构以及经济中的能源价格相关.q－cj表示企业i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仅与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有关,并
且与中间产品的绿色技术清洁程度负相关,技术偏向节能减排程度越高则排放越少.

由式(８)以及ψ＝１的设定,可知,P＝１/α.根据式(９a)和式(１０)可推导出国内生产总值(GDP).
由于在任何时点,社会的最终产出被完全地用于消费、生产中间产品以及进行研发投入,所以GDP等

于最终产品 Yi 减去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部分,即:

GDPi＝Yi－∑
N

j＝１
pcjXicj＝RiA１/(１－α)α２α/(１－α)∑

N

j＝１
qαcj/(１－α) (３０)

将式(３０)代入到式(２９)可得:

Ei＝ξiRiA１/(１－α)α２/(１－α)∑
N

j＝１
q(２αcj－cj)/(１－α) (３１)

式(３１)表明,企业i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企业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绿色

技术清洁程度(偏向性)有关,是能源资源投入和绿色生产技术加权的函数.根据式(３０)和式(３１)可
以推知单位 GDP排放水平为:

Ei

GDPi
＝ξiα２/(１－α)(α２α/(１－α)－α(３－α)/(１－α))－１∑

N

j＝１
q－cj (３２)

令η＝α２/(１－α)(α２α/(１－α)－α(３－α)/(１－α))－１,则:

E
－
i＝　ξi　
︸
结构效应

　GDPi
　

  
规模效应

　η∑
N

j＝１
q－cj　

  
综合技术效应

(３３)

式(３３)中的三项分别表明了二氧化碳排放的三种效应:能源结构效应、GDP规模效应和生产技

术与绿色技术偏向的综合效应.生产技术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水平

下(q＞１),技术的清洁程度越高,将产生越少的排放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

重要因素,这是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由此得到第二个命题:
命题２: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企业技术的能源节约程度是影响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

素,技术进步的能源节约与清洁生产的偏向性越大(绿色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节

能减排(绿色技术偏向的综合效应).

三、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转型:基于中国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

接下来我们尝试从实证上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具体效应.由于绿色技术创新

较难刻画,在已有众多文献中都是近似地将包含污染的技术进步作为绿色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是值得

商榷的,并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０].实证中通常采用测算的技术进步能源偏向性来表示绿色技术创

新,这在理论和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５][６].此处,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方法来测算能源偏向型技术进

步,用来表征绿色技术创新(即技术清洁程度),借此检验推动经济增长转型的具体效应,我们从 TFP
增长率与污染排放两个角度进行验证.

(一)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１．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测算与数据说明

与以往对资本、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研究依赖于 CES生产函数假定不同,我们采用一种新方

法对技术进步偏向进行测算,这种方法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１１],使用不变时间趋势表示技术进步

率和偏向性.我们模型的新颖之处是将Binswanger方法中的不变时间趋势替换成潜变量或不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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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变量,用来刻画技术偏向性,具体可参见何小钢和王自力(２０１５)的详细介绍[１２].
使用生产成本超越对数模型需要用到各种要素的价格、成本、要素投入量与总产出数据,然而,要

素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获取往往较难,这也是这方面实证研究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将研究聚

焦于中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期间,主要在于数据集的可获得性.中国分行业 KLEM 数据集是由中国学

者与日本研究机构———经济贸易产业经济研究所(RIETI)合作开发,RIETI公布了中国分行业的

KLEM 数据集,但其中缺乏资本和劳动价格数据序列值.劳动工资(价格)数据来自于岳希明和任若

恩[１３],资本投入价格数据来自孙琳琳和任若恩[１４][１５],各要素价格采用指数形式,以１９９５年为基期.
我们利用 KLEM 数据集与何小钢和王自力(２０１５)所构建的方法测算了中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行业层面

的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１２].

２．计量模型设定

限于行业变量的可获得性,采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行业面板数据,我们通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

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增长转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TransFit＝β０＋β１Feit＋β２Soeit＋β３Fdiit＋β４Gdzcit＋β５Rdit＋αi＋ξit (３４)
其中,TransF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行业i在t年的行业 TFP增长率(TFPG)或行业污染排

放(POLLUTION).Fe是能源节约型技术创新,此处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取测算数值的负数,Fe值越

大表明技术进步越偏向能源节约即绿色程度更高,它为核心解释变量.Soe为国有企业比率,用国有

固定资产净值除以所有行业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Fdi为外资比重,用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

业企业资产规模占行业总资产规模的比例来表示.Gdzc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采用行业固定资产与

总资产的比重来刻画.Rd为行业研发投入,用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表示.αi 用于控制

行业效应,ξit为随机误差项.
行业 TFP增长率数据来自 KLEM 数据集,具体测算方法可参见Jorgenson等的研究[１６],其他行

业层面的变量包括 FDI比例(Fdi)、研发比例(Rd)、污染排放(POLLUTION)以及固定资产规模

(Gdzc)等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等.由于部分行业层面的

污染排放数据和研发数据缺失,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的实证只匹配到２４个行业,对绿色技术

进步的污染效应的实证则匹配到１４个行业;部分行业变量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获得.因此,本文

的样本数据分别包括２４个行业和１４个行业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观察记录,样本总观察次数分别为２６４
次和１５４次(限于篇幅未列出描述性统计表).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Stata１２０软件对本文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模型１至模型５
分别是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回归方程(３４)的结果,为了验证核心解释变量结果的

稳健性,我们逐个引入控制变量.随机效应模型要求外生变量和个体效应αi 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模

型没有这个要求.我们通过 Hausman检验在这两种估计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此处,我们根据 HausＧ
man检验结果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表１的增长率面板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代表绿色技术创新F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并且均能通过５％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显著地促进了行业 TFP增

长率的提高.这有力地验证了本文的命题１,即偏向更加清洁型的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偏向型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力和源泉.从模型１至模型５,在逐个引入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创新Fe的回

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绿色技术创新确实对行业 TFP增长率的提

升具有促进作用.实际上,与一般的技术创新一样,绿色技术创新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清洁

程度和生产效率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５].绿色技术创新在清洁化产品的同时也改进了产品性能、
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从总体上提高了产品质量[１２].因此,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改进企业生产过程中

的清洁程度和工艺流程有效地促进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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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增长率面板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TFPG)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RE RE FE FE FE

Fe ０．０１９∗∗(０．０１) ０．０２１∗∗(０．０１) ０．０３１∗∗∗(０．０１) ０．０２９∗∗∗(０．０１) ０．０２９∗∗∗(０．０１)

Soe －０．０４４∗∗(０．０２) －０．１１１(０．０８) －０．１０３(０．０８) －０．１０２(０．０８)

Fdi －０．５９０∗∗∗(０．１９) －０．５８１∗∗∗(０．１９) －０．５８１∗∗∗(０．１９)

Gdzc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

Rd －０．３１７(０．３４)

cons 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４７∗∗∗(０．０１) ０．２１６∗∗∗(０．０７) ０．２０５∗∗∗(０．０７) ０．２０９∗∗∗(０．０７)

F(wald) ５．２０ ９．３８ ５．２２ ４．２６ ３．５８
P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Hausman ０．３７ ０．６８ ９．８６ １５．４３ ２８．７３
P [０．５４] [０．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N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注:()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内为p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表２ 污染面板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POLLUTION)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RE RE FE FE FE

Fe －０．０６３∗∗∗(０．０２) －０．０６２∗∗∗(０．０２) －０．０５０∗∗(０．０３) －０．０４９∗(０．０２) －０．０４９∗(０．０２)

Soe －０．０１８０(０．１１) －０．０５８０(０．２１) －０．０７４０(０．２１) －０．０７４０(０．２１)

Fdi ２．２１０∗∗∗(０．４４) ２．３０２∗∗∗(０．４３) ２．３０１∗∗∗(０．４４)

Gdzc －０．１０６∗∗(０．０５) －０．１０５∗∗(０．０５)

Rd ０．１００(０．６２)

cons ０．６５５∗∗∗(０．０３) ０．６６６∗∗∗(０．０７) ０．２３９(０．１８) ０．２４８(０．１８) ０．２４６(０．１８)

F(wald) ８．６９ ８．６７ １３．４２ １１．４８ ９．１２
P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Hausman ０．０１ ５．７１ ２８．０４ ３１．７１ ３０．６６

P [０．９４]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N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另外一方面,从表２的污染率面板回归结果来看,也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代表绿色技术创新F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均能通过１０％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显著地

降低了行业的污染水平.这验证了理论命题２,即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企业技术的能源要素节

约型偏向性水平是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绿色技术偏向对行业节能减排具有综合效应.表

２中的模型１至模型５在逐个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绿色技术创新Fe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
说明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绿色技术创新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行业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对企

业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是要求企业在生产末端安装除污设备、建立污染集中处理点等末端治理措施.
与只对生产过程中污染物去除的末端治理方式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在清洁化产品的同时也改进了产

品生产的中间过程,极大地提高了产品性能和产品生产效率,从总体上提高了产品清洁度和质量[１７].
因此,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同时提高产品清洁度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是工业行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增

长转型的动力.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将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到经济增长方

式转型的分析框架中,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中的贡献,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推

动经济向可持续增长方式转型的内生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１)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偏向型技

术创新成功的概率及其相应产品的研发投入比例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绿色技术进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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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２)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技术进步的能源节约与清洁生产的

偏向性越大(绿色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
上述结论对现有关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贡献”的研究形成很好的验证和补充.

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但不会降低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提高增长效率,同时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未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引
进与消化吸收.考虑到前沿性的绿色技术研发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以适应性研发

(adaptiveinnovation)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外资引进战略并结合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对绿色技

术的引进和吸收[９].绿色技术创新诱发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多重目标彼此权衡的结果,需要有效地平

衡国内技术创新、国外技术引进、技术保护与绿色技术推广等各种政策[１７].因此,应根据不同行业特

征、不同绿色技术创新类型,采取适度的环境规制,针对我国目前所处的技术和市场发展阶段采取相

应的技术引进战略(其中就包括研发和规制政策)和FDI战略(以及相关的对外开放政策),以便更加

有效地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并进行市场化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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